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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韩愈是儒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地位的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儒学思想包括道统观与心性

观两个部分，并是其教育思想的来源和基础。在道统观的基础上，韩愈作《师说》，大力倡导师道尊严；

在心性观的基础上，韩愈提出了以教传道、育才兴国、因材施教、兼采众家等一系列教育思想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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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公元 768-824 年），字退之，河南孟

县人，世称昌黎先生、韩吏部，位列“唐宋八大

家”之首。在文学上，他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在

思想上，他是复兴儒学的先驱；在政治上，他是

直言忠谏的表率。故苏轼撰文赞其曰：“文起八

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

夺三军之帅。”[1]634 同时，韩愈在教育上也曾功

绩卓著，堪称优秀的教育家，传道授业解惑的良

师。韩愈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在教育的作用、

目的、内容、方法，以及人才的培养与选拔等方

面，均提出许多真知灼见。而且这些真知卓见直

接源自于韩愈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是其儒学思

想在教育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因此，深入研究韩

愈的儒学思想及其与教育思想的源流关系，是进

一步认识韩愈其人其学其教的必要前提。 
一、韩愈儒学思想的基本立场和主要内容 

韩愈的一生历经代、德、顺、宪、穆五朝，

恰逢安史之乱过后唐朝由盛到衰的历史转折时

期。这一时期，封建王朝的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忧

患与希望并存的复杂局面。与之相应，许多仁人

志士纷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提出自

己的思想主张并积极进行改革实践。但是，如何

重新树立儒学的正统地位，再次形成适合封建统

治的意识形态，才是这一时期亟待解决的核心问

题。而韩愈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恰好察觉到了

时局的症结所在，遂以重建儒学道统、辅佐王室

中兴作为自己安生立命、为学从政的起点与归

宿。从儒学的全部发展历程来看，韩愈上承孔、

孟、董，下启程、朱、王，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

历史阶段。先秦孔孟儒学发展到了西汉董仲舒那

里，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但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

又形成了儒、道、佛三足鼎立的局面。隋唐初期，

统治者虽有意提升儒学的地位，但却未能形成新

的理论体系。于是，为了复兴儒学，建立新的理

论体系，韩愈始终以尊孔崇孟、融汇百家、辟佛

抑老为基本立场，并通过在天道观、神鬼观、道

统观、心性观、圣贤观等方面的理论建树，为儒

学的复兴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其中，最能体

现其儒学思想的，是道统观和心性观两个方面。 
（一）道统观 

韩愈所谓的“道统”，即是指儒学的先王之

道，亦即孔孟的仁义道德学说。韩愈一生尊孔尚

孟，尤其对孟子，更是推崇备至。他在《读荀》

中声称，自己是“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

圣人之道易行”，并且在文末盛赞“孟氏醇乎醇

者也”。[2]36-37 又在《送王秀才序》中指出，“孟

子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于曾子。自孔子没，

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吾少

而乐观焉”。[3]2776 由此可见，其尊崇之心溢于

言表。然而，较为集中地表达了韩愈的道统观的，

乃是《原道》一文。他在文中不仅阐明了自己的

“道”，而且还对千百年来的儒学道统进行了追

溯。他说：“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

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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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

周公，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

不得其传焉。”[2]18 韩愈如此强调儒学道统的目

的有三：一是突显其作为孔孟儒学正宗继承人之

地位；二是欲以儒学统合各家学说；三是辟佛抑

老。对于各家学说，韩愈认为，荀子“与孔子异

者鲜矣”；墨子必与孔子互相为用；黄老刑名“使

其人遇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家”。而对于佛老盛

行，尤其是君主佞佛导致儒学地位动摇的状况，

韩愈真可谓是痛心疾首，宁死也要力挽狂澜。他

在《与孟尚书书》中言到：“汉氏已来，群儒区

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

钧，绵绵延延，寖以微灭，于是时也，而唱释、

老于其间，鼓天下之众而从之。呜呼！其亦不仁

甚矣！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

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

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

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

虽死万万无恨！”[2]215 韩愈道统说的主要内容包

括仁、义、道、德。在《原道》中，他对这四个

方面分别作了界定，即“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

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

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

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2]13 具体言之，韩愈

的道统说则体现在如下方面：“其文《诗》《书》

《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

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

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2]18 

（二）心性观 

韩愈的心性观可分为两方面，一是治心，二

是辩性。所谓治心，即是《大学》中所说的“正

心诚意”。韩愈十分推崇《礼记》中的《大学》

篇，多次引用其中观点并加以系统论证。如他在

《原道》中说：“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

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

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

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

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

君，民焉而不事其事。”[2]17 韩愈在这里将自己

的治心与佛、老的治心相区别。他所讲的治心，

是一种“有为”的治心，入世的治心，以求达到

修己治人、齐家治国的目的，而不是拒斥三纲五

常，只求“清静寂灭”的佛老之道。同时，这种

治心还体现了一种“王道”，它是靠提升内在修

为，完善自我道德，进而实现平天下之目的，而

不同于法家那种完全依靠严刑峻法等外在约束

来实现统治的“霸道”。 
所谓辩性，指的是韩愈将前人含混而论的人

性，分为性与情两部分，并将性与情各分为三品。

他在《原性》中说：“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

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

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曰何

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

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

矣。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

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之于一而行于四；中

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

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性之

于情视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为情者

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

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于

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

焉者之于七也，直情而行者也。情之于性视其

品。”[2]20 韩愈认为，人的品性是由先天和后天

两种因素构成，因先天而成的为性，随后天而成

的为情。换言之，在韩愈看来，仁、义、礼、智、

信是人先天具有的，虽因人而分善、中、恶三等，

但终归是符合人性的；而喜、怒、哀、惧、爱、

恶、欲是人后天形成的，并且是时而表现适中，

时而表现过头或不及的。 
二、韩愈儒学思想与教育思想的源流关系 

韩愈入仕以后，曾经做过四门博士、国子博

士、国子祭酒，在担任地方官时，也非常关心教

育事业，先后写下《师说》《进学解》《子产不

毁乡校颂》等教育名篇。在这些名篇中闪烁着韩

愈教育思想的光辉。然而，如前所述，这些思想

并不仅仅是韩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经验总结，

而是他的儒学思想在教育中的体现，是他以“新

儒学”培养统治人才的理论升华。 
（一）道统观与尊师重道思想 

韩愈的尊师重道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贞元

十八年为李蟠所写的《师说》当中。在《师说》

一文中，韩愈为教师界定了一个至今仍被人们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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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概念“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2]42

对于此，曾国藩曾言：“传道谓修己治人之道，

授业谓古文六艺之业，解惑谓解此二者之惑。”[4]231

而韩愈自己则认为：“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

礼乐刑政”，[2]253 仁义者“为道易明”，“为教

易行”。[2]18 可见，韩愈所传之道，乃孔孟仁义

之道；所授之业，乃修己治人之业。为使此道此

业后继有人，不至旁落，韩愈不辞辛劳，“焚膏

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寻坠绪之茫茫，独

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2]45-46 
对于道与师的关系，韩愈认为，“闻道”、

持道乃是为师的基础，正所谓“道之所存，师之

所存”。而对于那些“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

他则认为那是“小学而大遗”，“非吾所谓传其

道解其惑者也”。[2]42-43 由此推知，由于韩愈极

力推崇儒学之道，欲承之传之，所以自然强调师

严道尊；再加上当时佛老盛行、人心不古、师道

不传，所以，他“不仅批评了这种陋习，还勇于

为师”。[5]323 同时，韩愈对于师生关系问题的观

点，也源自于其自身的道统观，并且再次印证了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论断。他的两个著名

的观点是“圣人无常师”和“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2]44 在韩愈看来，师生关系

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师生各自处的地位，而是

谁先“闻道”、持道。先闻道者可以为师，未闻

道者从之受教。故此，韩愈不仅持道以教，做到

身教与言教结合，而且对于那些未闻“道”，而

又“耻于相师”的人，韩愈也给予了批评。 
（二）道统观、心性观与基本教育主张 

1. 在教育目的上，主张以教传道 
韩愈以建立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因此，

在教育上必然以传授孔孟仁义之道为最主要目

的。同时韩愈的这种教育目的观，也正是对孟子

明人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孟子·滕文公章句

上》有云：“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

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

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

于上，小民亲于下。”[6]118 孟子的明人伦，即为

明“五常”，使父子有仁，君臣有义，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而韩愈也认为，仁义礼智

信乃是待教而移的人之天性。可以说，韩愈不仅

传承了儒学的道统，也发扬了儒学的教育思想。 

2. 在教育作用上，主张育才兴国 
韩愈在《原道》中指出，儒学道统“由周公

而下，下而为臣”，可见其认为，汉唐以来的道

统与君统无任何关系，而是由大臣和士人中的圣

贤来担当。因此，为延续道统中兴大唐，就必须

通过教育培养出大量能够“修己治人”的贤才。

因此，韩愈不仅呼唤“伯乐”、自当“伯乐”，

识才、举才、用才，而且还积极培育人才。 
有学者指出：“史称韩愈独有接后辈名，奖

掖后时。有唐三百年，能得此声誉者恐怕只有韩

愈一人。”[5]341 不仅如此，韩愈还在《请复国子

监生徒状》中要求“国子监并依六典”，“四门

馆亦量取无资荫有才业人充”，并“请准新捕人

数量加支给”，[2]589-590 以求达到育才兴国之目

的。 
3. 在教育方法上，主张因材施教 
韩愈在教育方法上主张因材施教，既是对孔

子思想的一种继承，同时也是其心性观在教育上

的体现。他在《原性》中说：“上之性，就学而

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

下者可制也”。但又说：“中焉者之于五也，一

不少焉则少反焉，于其也混”，“中焉者之于七

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中

焉者，可导而上下也”，[2]20-22 等等，由此可见，

在韩愈看来，教育的真正对象是那些具有中等品

性之人。正是因为人的性、情各异，所以，韩愈

主张要因材施教。 
4. 在教育内容上，主张兼采众家 
韩愈强调儒学道统，不仅是要抬高儒学的地

位，还要以儒学融汇各家学说，不仅自己“口不

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2]45

“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2]164

即使是自己十分推崇的孟子，对于其讥墨子“兼

爱”“非攻”的观点，也表达自己不同的看法。 
三、小结 

正如陈寅恪所说：“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

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7]332 

无论是作为思想家，还是教育家，韩愈都是

名垂青史的著名人物；无论是其儒学思想，还是

其基于儒学思想之上的教育思想，都为唐代乃至

后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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